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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瑜：边缘也是“想象”??读《华夏边缘》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

象的最佳位置”。1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

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2正如他常用的一个比喻,即

圆的形状总是由圆周的曲线来规定的,因此,正是边缘使得中心的存在成为可能,通过刻画“边缘”来凝聚“中国”。 

  这样一种边缘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王明珂认为,他所采用的“边缘观点”和过去的“典范观点”存在明显差

别。文献所保存的往往是一种正统的、典范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而借助多元的、边缘的、

微观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典范观点”之所未见。3以往的历史学、考古学在回答“谁是华夏”、“谁能代表华夏”时,都采用定义“族群

内涵”的溯源研究,尤其持有族群客观特征论的观点,即认为族群可以用客观的特征诸如体质、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来标志。而在王

明珂看来,客观论者将每一族群视为被特定文化界定下的人群孤岛,忽略了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4 

  王明珂认为,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必须寻求另外一种更能反映现实的族群定义。他采用了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定义,将“族群”

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的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

成,而族群的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因此,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的边界,族群内部的人就不用经常

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边缘因此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5 

  在这个族群的定义中,我们看到“边界”和“认同”是两个关键因素,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而边界的产生则是族群成员对内的认同和

对外的排斥,这种认同和排斥是人们特定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通过强调自己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排除他人。说到底,族群

认同是资源竞争的工具。6在王明珂的论证中,存在着明显的“工具论”色彩,那么,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王明珂并不认为族群的认同来自

“根基论”者所认为的族群是亲属的延伸,是深植于我们生物性中的“亲亲性”,而相信族群的认同是依赖“结构性的失忆”和“集体记

忆”来实现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的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仍只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

具。”7王明珂“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就是奠基于这样的“族群”观念之上,他所关注的是族群边界形成与变迁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中,王明珂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论证了,华夏边缘的形成其实是一个资源争夺和维护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内诸夏,

外夷狄”的生存格局。 

  王明珂在资源竞争和族群历史记忆方面的论述颇为丰富、翔实,最终要说明历史上因资源竞争,并通过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华夏边缘,一直

延续到近代以来蛮夷转变为国家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在近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以扩大的中国民族概念将华夏边缘纳入到国

家疆界内,以维系在历史上与华夏有着长久依存关系的边缘人群和地理空间。”8这被王明珂视为一方面是国族主义下国际资源竞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华夏仍需“少数民族”这一边缘来维系其一体性。王明珂在《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中表明:近代

的国族建构有着古代的历史基础,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的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他以“炎黄子孙”为例说明,近代“中华民族”

的形成是基于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ethnic process)。他认为在战国以后,由于一种普遍的心理与社会过程———攀附,在“血缘”记

忆或想象上可与黄帝联系上的人群逐步向两种“华夏边缘”即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和社会性的华夏边缘扩张。最后,在此历史记忆与历史事

实基础上,并在国族主义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想象的血缘关系。清末诸贤受到西方国族主义的影响,重新集

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以创建中华民族。如果不以“近代”断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2000年而形成当代的

“炎黄子孙”。 

  但是,历史上华夏边缘人群通过对黄帝的“攀附”来使自己成为华夏的过程与晚清知识分子进行“炎黄子孙”的国族建构过程,并非像

王明珂所说的是一种历史的延续,这两个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因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天下”和“民族-国家”这样两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前者的攀附是华夏边缘对华夏文明“向化”的过程,正如王明珂在上文中谈到的:“黄帝隐喻着文明开创者之意,以炎帝时天下之崩乱、

原始、质朴相对,衬托出黄帝所代表的统一、文明、进步与其历史性。华夏与非华夏之间是一个开放的、模糊的边界,使得后世许多边缘之

非华夏得以假借此记忆成为华夏。”而后者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以来,为了构造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族”这一历史的主体所必需

的。 

  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古代中国总是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

融在天下或者世界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种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念和狭义的国家观念。9吴文藻也指出:“西方往

者大都以国家作为人类中的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意识之外,尚有天下。”10在这种“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念之下,历代中央王朝对四夷“修文德以来之”,“来者不拒、去者勿追”,从而实现“君

临天下、混一六合”的理想,四夷对于“礼仪之邦”的华夏也怀有向慕之心。天下的土地被想象成极整齐的方形,以“五服”的差序向外延

展而没有边界,五服描述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四夷之间的文化分界线。“诸侯辅京师,蛮夷辅诸夏”,内外不是绝对的内外,而是礼仪内部

的内外,符合礼仪的即为中国,违背礼仪的就是夷狄,夷夏关系被看成是一种内部的、礼的关系。夷夏都被包含在这个统一的礼仪体系中,他

们之间的区分只是文化上的区分。这样一种“大一统”思想,要求取消内/外、夷/夏的绝对界限,它所尊崇的理想化的礼仪关系是一种能够

容纳文化差异而又保持帝国统一的礼仪。11“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华夷可以通过文化互变的明证。12 

  中国古代这样一种建立在文化和礼仪区别之上的“夷夏之辨”和王明珂所持有的建立在资源竞争之上、带有浓重“工具论”色彩的夷

夏观有着明显的不同。王明珂将经济生态和政治组织上“统一于君”和“无君”这两个标准作为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区分。13如果我们沿用

王明珂书中所用周人的例子,就正好可以反驳这一点,王明珂自己也说到:“在克商以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包含了‘戎’。甚

至可能周人与姜姓原来都是‘戎’,他们也就是考古所见商周之际出现在渭水流域的畜牧化、武装化的人群。周人在进入周原之后,才开始

农业生活,他们强调自己的祖先是农神(后稷),反倒有欲盖弥彰的味道。”14这不正是夷狄也可以成为华夏的明证吗?华夷之间并非横亘着固

定的生态边界,他们之间的边界只是文化上的区分,即使是夷狄,只要愿意接收华夏的文化,就可成为华夏。 



       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心和边缘的可以逆转。还是以周人为例,周人是与商人并存过的一个西方部族,早在周文王、武王时期,殷周之间

就通过联姻发生关系,而且在政治上也俨然具有后世中央共主和四方侯国之间的关系,周人克殷就是以“小邦周”代替“大邦殷”的过程。

15周最终能取商而代之,是因为他们宣称商王室不能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为天下之共主了,处于中原之地的商被来自西土的戎周所代替,因

此,周取代商是承天命而为之。之后的朝代更迭,不乏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例子,元清两代都是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的明证,它们取代前朝

的理由同样都是认为前朝气数已尽,不能再做“天下”共主了。在这些时代,中心和边缘发生了逆转。王铭铭指出:“自秦汉以后,摆动与

‘分合’之间的中国,其政权的更替不只表现为‘皇帝与起义的农民’相互替代的‘改朝换代’周期史,而且也表现为‘农耕民族’和‘游

牧民族’力量相互消长的周期史。这后一种周期史渐渐孕育着自己的土壤,到了中古以后,逐步与汪洋联系起来。”16而这样一些历史时期,

却没能够进入王明珂的视野,从而使他坚持认为华夏边缘自汉代形成之后,各代朝廷都在竭尽全力地去维护,而没有看到这样的边界周期性地

被边缘民族所突破,在华夏与边缘之 

间逆转。 

  王明珂越过了从汉以后到清的历史,直接进入到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过程中,并认为这是历史上华夏边缘的延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在接受了“国族主义”与相关的“民族”概念之后,将华夏边缘涵盖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性”之下塑造国家边界。王明珂已经意识

到,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是和民族-国家观念紧密联系的。他以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例,来

说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如何为国族建构提供学术探索。史语所通过历史、语言、考古等分支进行各民族的分类和历史调查,目的在于探索

国族的“起源”和“边缘”。历史学和考古学主要被应用在北方中原地区,来寻找国族和国族内各民族的“起源”;而民族学和语言学则被

应用于南方,来寻找国族与各民族之“边缘”。17这些边缘的、多元的民族是如何形成“一体性”的中华民族的呢?历史学所追溯的汉族和

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族源关系,把民族学所描述的边缘和中心联系在一起,通过“历史”把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联结起来,从而完成国族的

构建。凌纯声、芮逸夫都发表了多篇论文来论述中国民族之构成,他们对中国民族的族源、构成和迁徙都有系统的解释。纵观这一时期的民

族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将他们看作“内部的他者”,他们拥有不同于汉族的异文化,同时又是现

代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王明珂指出,史语所研究者的使命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而且他们是处在民族主义盛行与传播所导

致的“边界”争夺年代,凝聚国族与刻画国族边缘成为迫切需要,18因而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的研究深具民族-

国家的情结。 

  王明珂是不满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的,这使得他与同样不满于民族主义历史神话的顾颉刚找到了共鸣。顾颉刚提出了“古史

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著名论断,19并因不遗余力地剖析民族主义的历史神话而遭到国民党的非难。

他试图通过打破汉族纯洁性神话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本身,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正好是社会变迁、混

乱、竞争激烈的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统和儒教的制度化恰恰造成了压抑和衰败,正是由于外来者和边缘居民周期性地给予中华文化以活

力,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续下来。20王明珂的思想与顾颉刚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企图“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努力,使得他选择了“边缘”的

视角,但这样一种“边缘”的视角仍摆托不了“民族国家”的窠臼。他在为近代的国族建构寻找古代的历史基础和华夏边缘的延续性,认为

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的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用民族国家的历史掩盖了民族国家之前“天下”的历史。 

  正如杜赞奇所说,到20世纪初期为止,中国历史的写作已经在启蒙运动的模式下进行,知识分子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他们都相

信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无法成为民族,民族必须拥有文明种族的品质,才能在历史上取得进步。杜赞奇指出:“中国专业的史学家在建构民族

线性历史观时,常先建构这一历史的主体;为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民族性的主体,这个主体必须显示较强的持续性和同一性。”21这就使得整个

史学被调动起来,恢复文化和人民的连贯性,最终铸造出一个统一、连续的民族主体,不同历史学家的叙述结构揭示了他们在界定民族主体上

封闭与开放的不同程度。例如,梁启超并没有断言民族只能是单一种族的政体,他的“大民族主义”促使他把其他非汉人种族包括在民族之

中。22杜赞奇认为,后来者从傅斯年到雷海宗,尽管在具体的历史分期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如出一辙地将历史发展的范畴与民族主体的建

构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民族主体必须是汉人,汉人的命运决定了各个历史分期。与之相对,顾颉刚和鲁迅是例外,他们似乎已隐约意识到这

套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形式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在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时该如何表述这样一种“多元”的民族和“一体”的政治

之间的关系,仍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早在1926年,吴文藻就意识到,在中国,民族和国家不存在着西方民族国家那样“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对应关系,中国要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一个民族可以建一个国家,却非一个民

族必建一个国家。23吴文藻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必须面对国家内部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 

  费孝通延续了他老师的思路,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先生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来指今天生活在中国疆界里的十

几亿人民,他意识到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概念,但是从宏观上看,两个的

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24因此,费先生是在今日中国国家疆域内来论述“中华民族”这个实体如何从一个“自在”的实体变成一个“自觉”

的实体,这对应着近百年来和西方列强的对抗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费孝通这样描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第一步就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

的核心,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第三步,在秦汉时期中原形成统一的同时,北方的游牧区也出现了匈奴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南北统一

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完成。25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是超越“多元”的“一体”,“多元”是

“一体”形成的条件。费先生看到了“一体”的形成是一个发展和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农耕与游牧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展开的,正

是这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地完成。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主要是在应对西方“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理论的挑战,他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 

  王明珂更多是在与国内民族学界对话,他反思了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国族主义”(na-tionalism)影响的中国民族学、史学界的研究:他

们以“民族”这个概念为核心,致力于进行各民族的溯源和分类工作。王明珂正是要质疑这样一种“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文化

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研究。26他敏锐地指出,民族学的兴起

跟欧洲“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是殖民的后果。当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学科随着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运

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国族的建构。这对国内学术界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刺激与启示。王明珂和费孝通都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史提供了有意义

的启发,也都指明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应对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另一方面要面对过去国内学界带有浓厚国

家意识的民族研究。我们的思考要建立在这种双重批判之上,我们要看到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难以解释的中国多民族国家这样一

个现实,同时也要有意识地摆脱民族主义的叙事结构。从更深层面来说,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和国内民族主义叙事其实都是禁锢

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思考,似乎超越了这个框架我们就难以想象,因而也遗忘了在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之前,我们曾经经历了从“天下”到

“国族”的转变,27我们的历史不是短短一两百年的国家史,而是漫长的拥有“天下”观念的帝国史。如果我们一味用民族国家的框架去解

释历史,那么我们只能把“一切历史都变为当代史”。 

  杜赞奇说,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如果下一个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太平洋撰写的世界历史会是什么样的

呢?我们还不知道民族国家消失之后的历史将是什么模样,但是我们应该抓住现今历史同民族分离的机会,把封闭的历史重新打开。28“天

下”作为一种世界图式,对于今天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它为我们的知识提供一种世界观,“这种‘天下观念’所包

含的‘世界体系’不同于主权国家中心的‘世界体系’,它不以经济关系的维系和‘种族-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区分和疆域化为基础,而是以

‘有教无类’的观念形态为中心来呈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具备了一种宏观的文化人类学特征。”29天下观念中的礼仪关系是一种能够

容纳文化差异而又能保持帝国统一的方式。在统一的帝国内部可以包容多元的文化甚至多元的政治,它承认多中心,如清代的“多主制”30,

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元”和“一体”格局。这样一种“世界观”,能让我们在看待历史时意识到民族国家对我们思想上的限制,

让我们以追寻历史的“遥远的目光”去获得历史想象力和文化洞察力。今天的我们如何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努力中,不至于陷入一



种“边缘的想 

象”,仍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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